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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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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

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

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

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

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

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

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

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

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

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

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

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

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

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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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
危机。截至2020年6月10日，全球已经有200多个国家或地区发现确诊病例，累计确诊
720万例，死亡超过41万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情数据），而且全球新增确诊病
例未现下降趋势。疫情席卷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
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巴西、韩国等。为控制病毒扩散而采取的社交隔离和
边境封闭措施，为多数国家所采纳，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但也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停
摆、打乱了全球供应链，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很多学者和专家预测
在疫苗正式上市之前，新冠病毒将持续威胁人类的健康，而这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时
间。这一突发疫情让不少社会大众、学者、企业家、评论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
观的情绪，全球化终结等观点不绝于耳，更有言论称疫情将彻底改变世界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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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将何去何从，已经摆在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面

前。未来的路如何走，不仅仅取决于疫情带来的客观而具体的影响，更依赖于我们如何

认识这次疫情危机及其给世界治理结构带来的冲击。需要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发

展道路和方向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意识共同决定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共识在其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而社会舆论对此有显著的影响，无论这些舆论是自发的还是被政客刻意引导

的。在此背景下，如何理性分析和看待疫情带来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未来发展道

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疫情仍在流行期间做出任何判断都是困难的。一方面，疫情

何时及如何结束具有不确定性，则其影响也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理承受和

变革预期也会随着疫情发展而变化，而这会影响社会建构的过程，影响公众舆论。本文

通过解析“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并结合疫情的实际影响，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后疫情

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会倒退，而是出现调整和波动，

将朝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继续发展。

2 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着各种影响，包括社会、经济、全球产业

链、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等诸多方面。媒体已经对这些影响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评论家

也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是由于疫情尚在发展，我们还难以对这些影响进行系统的

观察和总结，更不用说寻找相关文献了。而且，这些影响是暂短的还是持久的，也还没

有办法进行科学判断。以下我们根据有关报道和评论进行一个粗略而简要的梳理，提取

一些重要的影响。

疫情不仅仅使很多人患病乃至死亡，而且让整个社会陷入了巨大的不安，在某种程

度上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由于短期内没有特效药和疫苗，

社交隔离成为遏制疫情最有效的措施。中国的社区隔离特别是湖北武汉的封城措施，已

经取得了良好效果，让本土确诊病例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基本清零。韩国、日本、新加

坡、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社交隔离措施（居家令）也起到了显著的作

用。但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亚洲国家很少有反对社交隔离的声音，而在

一些西方国家反对隔离的呼声和行动不断出现。而且，某些西方国家提出了通过大规模

感染和小部分人死亡的方式来获得“群体免疫”的应对策略。这实际上反映出文化的差

异，特别是集体意志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对立。从已有现象中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

和治理结构下，民众服从集体意志和政府管制的意愿有很大差别。尽管如此，总体上疫

情还是让世界各地大多数人们意识到集体行为的重要性，未来集体意识将可能得到更多

的认可。而且，世界也将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互帮互助的文化传统，而互助和合作

是人类应对生存危机所必须具有的品德和智慧。

社交隔离也催生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类社会早已脱离了自给自足的时代，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工作都在实际上或心理上需要社会集聚（群聚）和面对面的交流。

对很多人而言，居家独处从心理上就是难以接受的。而互联网所提供的非接触式交流渠

道，为本次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人们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门，网购（包括跨国的）、网

课、网会变得无比重要，甚至商品交易会也可以搬到网上去办。尽管网络购物已经流行

多年，尽管视频会议也不新鲜，但是疫情期间人们变得高度依赖互联网，加快了向数字

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的速度。实质上，这也是一种“时空压缩”，人们在不同的空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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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和物流进行社会性群聚。尽管疫情之后这种生活方式是否会大规模延续还难以

判断，但是它至少证实了一种生活的可能，而这种可能也会更多地融入到人们曾经习以
为常的生活之中。

毫无疑问，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强烈的短期冲击，而且有可能产生较为长远的影
响。社交隔离意味着停工停产，边境封关意味着贸易停摆。随着抗击疫情的需要，各国
轮番进入了“经济寂静期”，曾经拥堵的城市变得畅通无比，曾经人头攒动的商业街空空
荡荡，高度依赖面对面交流的服务经济基本停止。截至2020年3月底，世界上最大的20
个经济体都实施了社交隔离措施，而这些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受疫情影
响，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环比下降了9.8%（3月份环比下降了1.1%，显示了
强劲的复苏）。同期，美国经济增长收缩了4.8%，但是多家机构预计第二季度美国将收
缩34%。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疫情将导致2020年全球生产

总值萎缩 5.2%1)。高度依赖服务业的发达经济体受到的影响会更大，而中国经济则会出
现逆势增长。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2%，其中价值链比较复

杂的行业贸易下降幅度将更大 2)。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本次经济收缩是外部冲击造成
的，特别是疫情防控因素导致的暂时性消费萎缩和生产停滞，与以往的经济危机和金融
危机不大一样。

当然，现实情况可能要比这些数字所表达的要残酷得多。如果经济收缩持续时间过
长，这将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也可能摧毁传统的商业联系和
商业网络。而重新发展处于生产体系最底端的中小企业、恢复产业生态系统非一日之
功。因此，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是增长速度下降看起来那么简单，有可能破坏整个
产业生态和商业生态。相应地，疫情已经对全球产业链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目前主
要集中在医疗防疫设备制造（如呼吸机）、汽车生产、电子设备及消费品制造等领域。这
让部分学者和评论家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焦虑感，认为疫情之后产业链将发生重大调整。

疫情对国家治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任何危急之时都是社会最需要政府代表公众
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刻，也是强化国家权力的时机，对于西方社会尤其如此。自新自由主
义思想流行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权力已经大幅萎缩，而此次疫情则给它们加强政
府权力和能力提供了机会，让政府可以实施战时管理和紧急措施。例如，2020年3月2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了《国防生产法案》，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进入了“战时
状态”，政府可以要求企业按政府意志进行生产，而在平时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
是，这种危机管理措施是否会改变治理结构、推动政府与企业关系发生趋势性改变还有
待观察。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可能会增强，如德国；疫情持续蔓延
的国家，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可能恶化，产生社会撕裂，如美国。借助疫情防控，政府还
可以利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手段实施更加精细的社会管理、安全管控和经济治理，让个人
信息的应用合法化和常规化，促进国家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此外，此次疫情也让所
有国家意识到治理结构中应急能力的缺陷问题。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此次疫情对世界治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远甚于对一国内
部治理所产生的影响。“二战”后世界经历的历次危机中，主要大国、至少是一些大国会
有某种程度的协调机制。而此次疫情发生后，中国之外的主要大国表现出高度的“自
私”，几乎看不到合作的行动，而是以邻为壑。欧盟各国在疫情初期混乱而高度自私的表

1)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2)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5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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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例如利用非常规手段争夺防疫物资，让人记忆犹新。美国这个曾经的世界治理领导
者不但内部混乱、疫情大流行，而且拒绝承担世界责任，不断用“甩锅”来推脱疫情应
对失误的责任，指责并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这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合

作，并把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国摆在了一个“两难”的位置。如果中国积极承担世界责

任，则被指责为借机取代美国的领导位置，别有用心；如果中国对此有所迟疑，则被批

评为自私、借机制裁对手等。冷战之后世界还从未被如此撕裂过！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疫情防控的合

作，但是事实是此次疫情完全暴露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存在了多年的世界治理

赤字和治理危机。此前美国在拒签“巴黎协定”上一意孤行，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搞摩

擦，以及此次疫情中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捐助，都没有得到其盟友的支持，反映出美

国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已经出现危机，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正在失去自信心。为摆脱困

境、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存在不按常理出牌的可能，疫情危机可能会演化为其他

危机，其他各国须有底线思维。可以说，疫情让世界治理结构的韧性减弱、脆弱性上

升。在这个大背景下，很多学者和评论家认为逆全球化时代会不可避免地加速到来。

3 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全球化的三角结构

尽管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汇非常流行，但是它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名词，人们对其的

理解五花八门。全球化可以体现为各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或者是互联网技术带来

的世界各地之间的紧密联系，抑或是公司的全球性经营以及世界市场的整合。从不同的

角度去观察和衡量，全球化带给人们的感受和结果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可能一方面

以低廉的价格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却抱怨产业转移带来了

就业难题，而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记住事情不利的一面。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

全球化无疑表现为世界各地之间流动性的加强，各国之间生产、消费和市场相互依赖程

度越来越高，以及世界各地人们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总的来看，全球化既是一个复杂

的历史趋势，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现象，社会整体观察的结果（如赞同、抗争或折衷）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全球化进程。也就是

说，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

过程，必然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存在，而其

发展将伴随着国家间权力的重构[1]。

正确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经济全球

化的影响，需要科学认识其基本动力机

制。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曾经强调过，经

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作

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

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2]。为更

清晰地表达这种思想，我们建立了一个

“全球化的三角结构”的理论框架（图1），

提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

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

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

图1 经济全球化的三角结构
Fig. 1 The triangle structur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注：A：殖民主义自由贸易时期；B：“二战”及“冷战”

时期；C：新自由主义时期；D：后新自由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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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其中，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压缩”和资本寻求“空间

出路”的本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衰退的可能，而国家的开放程度在历史上就一直是

波动的，而且还将不断波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国家开放程度变

化的影响（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社会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

资本和技术的驱动力量，而后者与不同国家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必须理

解国家有多大的可能性或多大的空间来抵抗资本为逐利而寻找“空间出路”的本性，以

及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压缩”。

资本空间扩张的本性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尽管存在质疑的声音，但市场化已

经成为当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承认和遵循的主要经济发展机制。在市场经济中，企业

和资本追求利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为了获得最大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空

间区位，从国内到国外进而到全球。过去两百多年中，这种资本寻找“空间出路”的运

动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都从不同角度阐述并揭示了世界市场的

重要性。例如，马克思认为国际交换是市场经济演化的必然结果，在运动中增殖是资本

的天性，为延缓和克服经济危机资本一定会走向全球[3]。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地理

学家大卫·哈维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解释资本积累地理机制的学说，其

核心概念就是资本的“空间出路”[4,5]。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离开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难

以维系，需要不断寻求“空间出路”；无休止的运动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突出特点。

回顾过去两百多年经济全球扩张的历史可以看到，资本的“空间出路”从推动殖民

主义自由贸易（图1中A，下同）到对外制造业和商业投资（B） [6]，再到国际金融市场

上“剪羊毛”（C），一直没有停息过。目前，西方国家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已经转型为

高度金融化的企业。与过去追求制造和销售利润的制造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比，今天高

度金融化的资本在“空间出路”上有着巨大差别。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各种离岸金融以

及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已经让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紧密关联、高度相互依赖。2008年自

华尔街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哈维认为，尽管资本形态发生了

嬗变，但其本质和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资本的经济全球化“始终都要受到资本积累

与投机变化无休止的转变活动的支配”[7]。当我们通过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判断全

球化波动之时，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丝毫没有退步的信号。事实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主

要发达国家一直在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所以，我们必

须清楚的是，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全球化，也是服务业的全球化，更是金融化

资本的全球化。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转变

一直相伴而行。70年代的“滞涨危机”迫使西方企业不断调整生产方式，从过去的垂直

一体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方式，转向零部件“外包”、灵活生产的后福特主义方

式。这使得供应链逐渐拉长，零部件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愈来愈明显，催生了全球供

应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崛起，大大改变了世界贸易

格局。一方面，世界贸易80%以上发生在全球生产网络之中[8]；另一方面，中间产品占世

界贸易的比重大幅攀升，2018年这个数字已高达 52%，在东亚内部更是高达 70%以上。

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出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且对网络拥有重要的控制权。尽管

它们的生产网络具有显著的地域嵌入性，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嵌入性是经济利益驱

动的，与政治无关。另外一个现象是，在这个不断外包的过程中，以沃尔玛、家乐福、

乐购等大型连锁超市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崛起，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和消费品市场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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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并打造了全新的全球生产网络（消费者驱动型） [8]。

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必须要克服空间障碍，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压缩”让跨越空

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不断下降，为资本空间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在长途运输具有高

风险、高成本、长时间特点的古代，各国之间的贸易局限于奢侈品，而这根本谈不上什

么“全球化”[2]。现代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出现，让洲际运输时间和成本不断下降，并实现

了即时通信，大幅度提升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过去两百年以来，“时空压缩”的程度

令人惊讶，时至今日人们对“地球村”已经习以为常了。帆船时代洲际旅行时间都是数

月甚至一年之久（A），轮船出现后这个数字减少到数周（B），飞机出现后则减少到数小

时（C）。19世纪末轮船的出现让洲际运输成本下降了70%以上（B），而20世纪60年代

末集装箱技术的出现再次让洲际运输成本下降了70%以上（C） [1]。今天，将一个标准集

装箱从中国运输到欧洲仅仅需要2000多美元。假定一个集装箱的货值为10万美元，这样

的运输成本几乎已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此外，从电报、电话、传真到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让信息

获取实现了极致的“时空压缩”。一方面，当今世界人们已经习惯于即时获取各地信息，

生活高度依赖信息的全球化；另一方面，所有通过互联网可以交换的数字化工作，已经

在全球范围内无比自由的流动了，推动了服务外包的兴起和服务业的全球化。一百多年

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并预见到资本会追求把一个商品从一

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9]。因此，我们需要清楚，强大的

“时空压缩”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更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只要市场经济机制

存在，“时空压缩”就会持续，就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世界各国的开放程度。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在冷战

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非常有限，甚至称不上全球化。在世界主要国家都支持开放政

策的情况下，才有了过去四十年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家是否采取开放政策是一个复杂

的决策过程，与世界治理结构密切相关，也与流行的经济学思想有关。最早实施自由贸

易政策的国家是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10]；当时的英国既拥有最发达的制造业，也拥有最

广泛的殖民地体系，大量殖民地国家被迫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当今的世界是由主权国

家构成的，各国在法理上拥有决定本国事务的绝对权力，包括经济政策。但是在现实

中，由于各国的经济活动已经相互嵌套，除非发生极端情况如世界大战，国家的政策空

间绝不是一个自由空间。当然，主导世界治理的霸权国家如美国，确实拥有很大的自由

度。另外，作为国家机器，一国政府的行为也需要均衡国内各种势力的诉求（包括资本

的和公众的），在选举政治国家更是如此。这正是一些国家选举口号与执政行动之间存在

差别的原因。此外，为解决经济危机，西方国家长期经济政策一直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

义之间摆动，也影响着其开放程度[6,10]。

总体上，在“全球化的三角结构”中，国家开放程度的波动是最大的，历史上就是

如此[2]。19世纪末到“一战”之前，资本和劳动力均可自由流动（A），被称为自由主义

的黄金时期；之后受战争的影响，流动性大幅度下降。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内部开放程

度逐步提高，但相互之间缺少交往（B）。“冷战”之后世界才迎来了开放的另一个黄金

时期（C）。但是，由于资本的“空间出路”和技术的“时空压缩”共同作用，即使是在

世界开放的收缩期（即“二战”及“冷战”时期），各国交往的规模和深度也远高于 19

世纪。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和动力机制看，国家开放程度影响着但并非决定着经济全球

化的进程，它给全球化带来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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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疫情发生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6年美国特朗普政
府执政以来出现的反对全球化持续升温的阶段。很多学者和评论家将疫情的影响叠加到

已经发生的反全球化现象中，表达出各种各样的担忧，提出全球化终止或全球供应链大

调整的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疫情会不会成为压倒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我们认

为，科学判断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既需要正确理解逆全球化的现象，也

需要认识疫情对全球化动力机制的冲击。

事实上，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在全球化最受推崇的20世纪90

年代，抗议全球化的行动也时常出现在西方各大城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

办的相关会议，经常会遇到抗议活动。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反对全球化的

声音迅速上升，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思潮和行动。英国脱欧、美国“退群”[11]、贸

易摩擦和非贸易壁垒增加、多国右翼党派执政，这些现象已经不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一介

绍。相应地，近两年研究逆全球化的文献迅速增长。目前，多数学者将逆全球化归结为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危机，特别是过去四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了严峻的贫富

差距问题[2,10-15]，“输家”多、“赢家”少。正视并纠正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继续前行

的前提条件，但这不意味着全球化要倒退，而是方向调整，向着更加普惠、均衡和包容

的方向发展，即“包容性全球化”[2,6]。很多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应该被理解为方向的调

整，而不是开倒车。例如，英国脱欧不能说明英国即将闭关锁国、不再实施开放的经济

政策。

逆全球化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表现，例如移民政策、经济政策和社

保政策等方面的失败，其核心因素是为了选举而更加注重选民的短期诉求，一定程度上

或者在口号上放弃长期获利政策。有国外学者提出了“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假说”，

即一国政府同时仅能选择全球化、政策主权、民主政体（选举政治）三个目标中的两

个 [16]。这个假说或许可以解释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对于美国而

言，逆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逆全球

化行动只不过是推动让自己获利更多的新全球化，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经济色彩。但

是，无论是内部问题外部化、还是将逆全球化作为地缘政治经济工具，都不会让发达国

家关上开放的大门，而是耍手腕、设门槛。这些国家更清楚自己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多大

的利益[17]，经济与政治毕竟不同。因此，所谓的逆全球化最多只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短期

策略调整，属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正常的波动现象。

毫无疑问，疫情对全球化过程或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着影响。舆论和评论家们关心最

多的有几点。第一，世界各国都面临抗疫物资短缺的问题，高度依赖进口，应该自给自

足；第二，由于社交隔离，一些全球供应链被打断，需要大规模调整供应链；第三，由

于上述两点，疫情可能会被当作保护主义的挡箭牌和政治工具（甩锅）。当然，也有报道

称一些企业家由于疫情改变想法，声称不再以赚钱为核心目标。疫情期间这种想法是可

以理解的，但是市场竞争中企业或资本如果不盈利，就只有失败。整体而言，疫情改变

不了资本逐利和寻求“空间出路”的本性。此外，疫情也改变不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时

空压缩”。如前所述，事实上疫情期间人们更加依赖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了。因此，我们

认为，疫情像踩了一脚急刹车一样，暂时影响了各国的开放程度，对全球化产生了某些

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影响，包括人们在疫情期间由于恐慌或误导而形成的社会舆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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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政治化利用。

抗疫物资寻求自给自足会导致逆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疫情爆发是一个极短时间内

出现的危机事件，抗疫物资的需求会突然出现数百倍的增长，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马

上应对这样的需求增长。即使是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在疫情爆发的最初一、两个月，
口罩也是“一罩难求”。这实际上是一个应急储备问题，而非生产问题。事实证明，防疫
物资的国际贸易除了早期有一些混乱之外一直保持畅通，而早期的混乱如果有良好的国
际合作机制本应可以避免。一个国家长期保持满足疫情爆发所需抗疫物资的生产能力，
在经济可行性上是不可想象的。目前，中国口罩生产能力大幅过剩就是一个鲜活的例
证。可以预见，疫情过去之后，在短时间内大多数人就会放弃这种想法，转向关心如何
建立更加有效的应急储备能力。此外，我们也要清楚，抗疫物资仅占世界商品消费极小
一部分。

疫情将导致全球供应链大调整的说法则是夸张的判断。首先，本次疫情席卷全球，
无论零部件生产在哪里，无论是本地生产还是海外采购，供应链或早或晚都会受到影
响。当疫情早期在少数国家爆发时，这种观点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当疫情蔓延至全球
后，疫情的影响已经均一化了，供应链的变与不变没有太大区别。其次，全球供应链是
过去四十多年市场机制驱动的逐层“外包”慢慢形成的，是全球生产网络深度发展的表
现，其背后有强大的市场运行规律。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不是棋盘上的棋子、可以被拿
来拿去，而是全球生产网络上的结节，其空间调整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节奏。按过去一百
多年的历史经验，大概每40年左右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空间转移。事实上，近年来部分
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外转移。我们无法完全否认疫情可能会影响这种空间转
移，而且截至目前也没有来自企业界的统计数据，但是我们认为市场规律仍是主导机
制，疫情的影响有限。在这方面，公众和媒体似乎存在认识误区，即只要是制造业流入
中国就是全球化在发展，流出中国就是逆全球化了。

尽管疫情对全球化的资本动力和技术动力很难产生影响，但是在一些国家它可能被
政客利用，成为国内选举和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工具，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开
放程度。最近，美国的“甩锅”行为以及一些西方别有用心人士的“索赔”闹剧，就是
这方面的一个反映。这种抹黑口号很难影响到企业家行为，但是很容易鼓动公众，误导
疫情影响的社会建构。由于应对疫情的失误及其国际领导力的下降，美国极有可能把疫
情作为其调整全球化策略的一个借口，特别是在2020年大选期间。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
存在这种可能性。尽管资本不会完全听从政治家的指挥，但是法律和行政措施（如制
裁）以及公众的压力会迫使企业让步，从而做出某些有限度的调整。

但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存在与全球化脱钩的可能性。现在西方社会的消费、生
产和服务都是建立在离岸外包的基础上的[17]，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大众生活已经与经
济全球化融为一体，难以脱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全球化让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享
受着价格低廉且品质优良的消费品。联合国贸发会的研究表明，以美国的零售价格为基
准，在1986—2006年期间服装，鞋类，纺织品，家具，杂项制造（包括玩具）和化学品
的平均进口价格下降了40%[17]。而大量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所产生的效应可能超过了低收
入人群工资相对下降的效应。如果与全球化脱钩，最先感受到生活压力的一定是这些低
收入人群，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到选举。因此，一些国家即使可以借助疫情实施反全球
化措施，也只能是象征性或策略性的。全面反对全球化，等同于拆掉自己经济体系和社
会生活的地基。

总体上，我们认为近年来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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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全球化已经让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各地人们的

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提升，并通过互联网实现了高度的相互了解。任何国家要与全

球化脱钩，其代价都是非常高昂的。除非出现世界大战那样的巨大冲击，否则这种全球

化的紧密联系很难被打破。所谓的逆全球化都是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短期策略调整，

而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也将是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

5 小结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犹如巨石落水，在世界范围内溅起了浪涛和涟漪，冲

击着各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也考验着人们良知和集体意识，更是凸显

了世界治理的危机和无奈。在一个极其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刻，世界没有看到美国这个曾

经的领导者发挥积极作用，而是为推脱责任进行各种“甩锅”。这次疫情中，世界治理体

系也“生病”了，变得更加脆弱，亟需改革和完善。当然，疫情也让西方各国有机会强

化政府能力，提高数字化和智能化治理程度，而这有利于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另外，虽

然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短期冲击巨大，但是如果持续时间不长将不会对经济结构产生过大

的伤害。当然如果持续过久，疫情将伤及产业生态，产生长期影响。无论如何，疫情中

发生的各种现象让人们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焦虑，不少人担心经济全球化将终结或倒退。

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伴随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会发生权力重构。为适应世界格局变化，国家采取短期适

应性策略是正常现象，不应视为逆全球化。在一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中，每个国家想要

完全与全球化脱钩的代价都是巨大的。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并非逆全球化，而是推动让自

己获利更多的新全球化，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色彩。但

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确实带来了突出的贫富差距问题，需要纠正偏差，让全球化惠及

更多的地区和人们。而这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改革和方向调整。

从“全球化的三角结构”来看，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

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一方面，现阶段的抗疫工作确实导致很多国家暂时关上了大

门；另一方面疫情可能被当作政治工具，诱导民众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是，

世界主要国家都已被全球生产网络紧密连接在一起，很难相互脱钩，反全球化的口号和

行动更多地是象征性和策略性的。可以预见，如果疫情不会持续过久，后疫情时期经济

全球化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

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也就是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

秩序的形成。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

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全球化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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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期 刘卫东：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The impacts of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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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considered the biggest crisis confronted with the worl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ch has brought huge impacts on people’s health and daily life,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s well a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creasing

pessimism is buzzing among scholars, critics, entrepreneurs, the mass and ev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views like the 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arge-scal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world 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becoming prevailing on the media. This paper trie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by developing a framework of

globalization’s Triangle Structure to understand its dynamics in addition to a summary of the on-

going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argue that the spatial fix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ime- space compression l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 and openness of nations are the three

major driver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se three drivers

decid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such a dynamic viewpoi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ever- changing integration process without an end but constant

fluctuations. The cost of decoupling of nations from globalization would be very hug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highly integrated by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rade networks and no

nation can afford a complete decoupling. The so- called de- globalization phenomena are just

short- term adjusting strategies of nations to cope with power reconfigurations brought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pandemic will have little impacts, or probably nothing, on the

spatial fix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ime-space compression l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

but may temporarily influence some nations' openness. If the pandemic does not last lo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resume from the shock soon after the world goes back to normal,

and develop and restructure according to its own dynamics. Thus, we tend to believe the

pandemic at most slams the brake of globalization and would not be able to put it into

revers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not stop or reverse, but develop towards a more

inclusive stage.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globalization′ s Triangle Structure; global economic gover-

nance; global supply cha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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